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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见的本质》是一部经典著述，初版于１９５４年，１９７９年又出版了

２５周年纪念版。它的篇章结构为讨论和理解群际关系尤其是偏见问
题设定了界域。它的智识创见对后世启发深远，“当我们中的许多人正
要为自己的新发现而惊喜时，却发现奥尔波特早已在那里等我们了”
（Ｆｉｓｋｅ，２００５）。该书对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
影响，即使在今天，它仍旧是偏见研究领域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
奥尔波特对于偏见这一主题有着广泛且深入的探究。在《偏见的

本质》一书中，他将大量与偏见有关的、甚至完全不同的观点组织在一
起，内容庞杂，视角多元。在纪念该书出版５０周年论文集的导论中，编
者将奥氏对偏见问题博大精深的讨论概括为三个主题：偏见的认知过
程、动机过程和社会文化过程（Ｄｏｖｉｄｉ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当然，这三个过
程的区分只是为了分析的需要，在真实世界中，它们通常是交织融会的。
尽管奥尔波特具有超凡的整合能力，但由于该书涉及丰富的资料和多

元的视角，因此，奥氏的分析也不乏前后矛盾的地方。例如，他有时将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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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范畴化看做是人们正常思考过程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有时又将偏见视
为一种非理性的憎恨。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现象的复杂性，例如刻
板印象究竟是偏见产生的原因还是结果，对此奥尔波特的态度摇摆不定。
时至今日，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也尚未有完全确定的回答。
本文以一种批判性的反思来表达对原著的敬意，在总结奥尔波特

巨大贡献的基础上，指出其因受学科发展阶段和个人旨趣的限制而表
现出的局限性，并展现相关主题的最新研究进展。

一、奥尔波特学术思想的社会理论意涵

奥尔波特（Ｇｏｒｄｏｎ　Ｗｉｌｌａｒｄ　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８９７－１９６７）作为一位杰出的
社会心理学家，其经典著作除《偏见的本质》之外，还有《人格：一种心理
学的解释》（１９３７）、《谣言心理学》（与波斯特曼合著，１９４７）、《国际紧张
局势》（１９５０）、《个人及其宗教：一种心理学的解释》（１９５０）以及《成长：
人格心理学的基本看法》（１９５５）。在《偏见的本质》一书出版的同一年，
奥尔波特（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５４ｂ）为权威出版物《社会心理学手册》（由他与林赛
组织编写）初版所撰写的卷首论文《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背景》，已经
成为主流社会心理学正统而权威的历史解释文本。作为卷首论文，它后
来被继续收入在第二版（１９６８）、第三版（１９８５）《社会心理学手册》中。
奥氏反对经验主义的零打碎敲，对宽广理论有着持久的兴趣。奥

氏学术思想的社会理论意涵可以概括为下述三个方面。

（一）弘扬人性，反对无人化
在奥氏所处的时代，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是心理学领域中处于支配地

位的两大势力。它们主张外部环境决定论，强调潜意识和童年经历的影
响，人的自由、选择和责任等主体性因素被完全遮蔽。作为对主流心理学
无人化和生物主义倾向的反抗，奥尔波特与马斯洛、罗杰斯、罗洛·梅和布
根塔尔等学者在借鉴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人为本体的人
本主义心理学，使其成为可以与上述两大势力相抗衡的第三势力。
奥尔波特竭力弘扬人的尊严与价值，认为心理学要注重发展人的

自尊心和自重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尊重，社会就不可能得到长期的
安定团结。今天，个人甚至在压迫之下，仍然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向往
和规划一个更为美好的民主社会，在那种社会中，每个人的尊严和人格
的发展都将受到至高无上的重视”（转引自车文博，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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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常态取代变态／病态
奥尔波特整个一生都表现出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不满，这促使他开创

了人格心理学。与精神分析不同，他的人格理论不是以神经病患和病态
人格为研究对象，而是专门探究常态的健康人；他不是以潜意识和前意
识的自我为讨论主题，而是集中研究有意识的理性自我（车文博，２０００）。
从“变态”到“常态”的转向不仅表现在奥尔波特的人格理论中，在

对偏见的研究上他亦有深入发挥。在奥氏之前，偏见被看做是一种病
态人格的体现，代表不良心智状况。奥尔波特与这种主流观点决裂。
正如《偏见的本质》第二章的标题“预前判断的平常性”所揭示的，奥尔
波特将“偏见”看做是人们认知机制正常运作的副产品。他的观点直接
导致了后来的社会认知革命。

（三）注重个体，轻视群体／社会
现代社会心理学从诞生之始就带着严重的个体主义色彩，这在很

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奥尔波特的胞兄———Ｆ．奥尔波特１。奥尔波特摒弃
了其兄的行为主义立场，但对个体主义，两人秉持同样的理论偏好。这
一点从奥尔波特为社会心理学所做的界定中可以看出：所谓社会心理
学，乃是致力于理解和解释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受他人实际
的、想象的和隐含的存在的影响。

１．Ｆ．奥尔波特，也被称为大奥尔波特，他在１９１６－１９１９年间进行了有关社会促进的一系列
研究，将实验法引入了社会心理学，因而被称为“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此外，在１９２４年出
版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Ｆ．奥尔波特通过对先前盛行于社会心理学界的各种“群体心理”
理论的批判（斥其为“群体谬误”），确立了现代社会心理学中的个体主义立场。

２．《原始分类》一书的法文版初版于１９０３年，《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法文版１９１２年初版。
奥尔波特有阅读法文文献的能力，这一点从他为《社会心理学手册》所写的长篇论文的参考文
献可知。虽然奥尔波特没有明确说明他的主张是针对涂尔干的，但不能排除这是其背后的动
机，正如奥尔波特很少提及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名字，但是存在主义对其建构人本主义心理学
的影响却是这一领域的学者人所共知的。

如果说，弘扬人性是奥尔波特对心理学领域中无人化倾向的一种
对抗，那么，彰显个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他对社会学领域社
会决定论的反叛。涂尔干是社会决定论的典型代表。在个人与社会的
关系上，涂尔干主张“社会第一性、个人第二性”（阿隆的概括），认为具
有本体意义的实体并非个人，而是社会，必须用集体状态解释个人现
象，而不是相反。在对范畴／分类（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看法上，涂尔干认
为，原始分类源于社会本身，其动力是集体情感。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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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波特在个人与社会的经典二元对立中，选择了个体一端。尽
管奥尔波特关注偏见的多元致因，号召重视社会结构因素和人格因素，
但是在他那里，社会、文化、历史力量永远要通过人格的传递，其效用才
能得以彰显，社会因素本身并不能独立产生影响。对于范畴／分类的形
成，奥氏强调认知（而非社会）因素的作用。

二、偏见的认知过程

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奥尔波特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对偏见形成
过程中认知因素的强调。奥尔波特的认知视角体现在两个方面：范畴化
和刻板化。范畴化解释了刻板印象的起源，刻板印象是有关范畴的一套
固定信念；合法化解释了刻板印象的内容，人们对某一社会范畴或群体
持有怎样的刻板印象，取决于人们想要实现的社会文化目的，因此，刻板
印象的内容经常是不合逻辑的、与事实相反的（Ｊｏｓｔ　ａｎ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２００５）。

（一）范畴化
奥尔波特以一种在他的时代前所未有的态度强调社会范畴化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对偏见的作用（Ｄｏｖｉｄｉ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社会
范畴化主导着我们整个思维生活……人类心智必须在范畴的帮助下才
能 思考 …… 范畴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平常的预前判断 （ｎｏｒｍａｌ

ｐｒ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的基础。我们不可能避免这个过程。生活中的秩序端赖
这个过程”（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５４ａ：２０）。范畴化倾向是人们为了在一个复杂
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生存而发展出来的一种自然趋势。我们
依据“最少努力”原则（ｌｅａｓｔ－ｅｆｆｏｒ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对事件进行归类，因为新
刺激或新体验总是要被纳入旧范畴，我们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范畴
化让我们对生活的调试快速、顺畅和一致”（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５４ａ：２１）。
范畴化的一个结果是，范畴内部的相似性和范畴之间的差异性被

夸大，并且人们对范畴的看法一旦形成不会轻易改变。人们将那些与
观念中的范畴不相符合的新个体和新体验当作特例看待，而对整个范
畴的看法维持不变。范畴化在降低社会世界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同
时，提升了不确切性（Ｙｚｅｒｂｙｔ　ａｎｄ　Ｃｏｒｎｅｉｌｌｅ，２００５：１７５－１９１）。
与范畴化相伴随的是本质主义信念的发展，即相信一个社会范畴

拥有某种固定的、与生俱来的、不可移除或改变的本质，这种本质为该
范畴的所有成员所共有，并且可以据此解释该群体外显的行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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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范畴原本是文化的产物，而本质主义却将其视为自然范畴。越是
被自然化的社会范畴，越有可能成为偏见的受害者。
在奥尔波特对范畴化的讨论中有一点需要强调，即价值系统对于

范畴形成和外群偏见的影响。他认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范畴
是他所持有的价值，个体对其价值有积极的依恋和偏爱，人们之所以贬
低和憎恶他人，是因为他人的价值对自身价值构成了威胁和挑战。
作为对这一取向的延续和发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成形的恐惧管理

理论（ｔｅｒｒ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ＴＭＴ）同样讨论到了价值系统与偏见
的关系。当死亡的必然性被启动，人们开始思考存在的价值。为了从
死亡的恐惧中解脱，人们会倾向于更加维护他所信奉的文化世界观。
文化世界观中蕴涵一系列的价值标准，群体成员认为，坚信这种文化观
并遵守价值标准的人可以不朽。内群文化价值是个体自尊的来源，它
让个体感知到他们是共享价值体系中有意义、有价值的成员，由此获得
安全感和永生体验。因此，在死亡启动、恐惧提升的情况下，那些对内
群价值和世界观构成挑战的外群成员（如妓女、践踏国旗者）将会遭遇
更严重的偏见和歧视。

（二）刻板化
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奥尔波特最有影响的遗产之一。“刻板印象不

同于范畴，刻板印象是与范畴相伴随的固定信念”（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５４ａ：

１９１）。刻板印象一词最初提出时只是作为对群体的描述，而奥氏将刻
板印象的作用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它不只是一种群体描述，更是一种
认知结构，具有型塑人们思想、情感和行为的能力。正是因为信息加工
者对刻板印象的依赖，人们头脑中预先存在的信念和偏见才得以维持，
现状才得以长久存在。
除最大化认知效率，刻板印象还能够解释偏见性的文化和制度形

式，并将其合法化，而后一种功能更重要，即“刻板印象所具有的合理化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和合法化（ｊｕｓｔｉｆｙｉｎｇ）功能要超出它反映群体特质的功
能”（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５４ａ：３９）。因为存在着“黑人是懒惰的、愚笨的，犹太人
是精明的、不诚实的”这种刻板印象，对黑人和犹太人的排斥、贬低以及
这一群体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才具有合理性。
宙斯特和巴纳吉（Ｊｏｓｔ　ａｎｄ　Ｂａｎａｊｉ，１９９４）将刻板印象的合法化功能总

结为三个方面：自我合法化、群体合法化和系统合法化。奥尔波特对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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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印象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自我合法化功能，即人们通过刻板印象贬抑他
人，进而获得对个体自身的良好感受。奥氏对群体合法化功能虽有提
及，但没有详细讨论其背后的运作机制，即刻板印象将指向外群体的歧
视行为合法化，并同时提升内群体的正向特异性。对于系统合法化功
能，奥氏则完全没有讨论到，而这恰恰是刻板印象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具
体而言，它是指刻板印象为那些明显体现偏见的制度形式提供合理性，使
其看起来合法、合理、必须甚至高贵，例如奴隶制、种族隔离制、种姓制、父
权制等。由于奥尔波特强大的学术影响力，他的主张左右了当代群际关系
研究的关注点，使认知视角一度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理论路径。其贡献在
于，他使人们将偏见看做一种常态现象。但是，社会认知路径也因其“去社
会性”（ａｓｏｃｉａｌ）而受到抨击，因为它无法解释刻板印象如何为社会成员所共
享，也没有讨论为何对内群的刻板印象是积极的，而对外群的刻板印象是
消极的。在这一点上，社会认同论显示出其独特的解释力。
社会认同论通过引入自我范畴化／自我归类（ｓｅｌｆ－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将刻板印象与社会认同联系起来。人们有积极看待自我或尊重自我的
动机，而在自我归类之后，社会认同（群体资格）成为自尊形成的重要源
泉。这一动机的实现途径是，建立起提升内群、贬抑外群的积极群际差
异。对于刻板化感知中的我群中心主义（ｅｔｈ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仅从认知路
径无法提供完备的解释，只有借助社会认同，我们才能理解偏见生成背
后的心理过程。
刻板印象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共享性。共享性起源于社会影响，

这种影响被自我范畴化所增强，即群体内部参照性信息的影响导致对
内群规范的遵从。建立在自我范畴化之上的社会认同过程，为社会一
致性或者说内群共享认知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豪格，２０１１：９１－９３）。

三、偏见的动机过程

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奥尔波特同时强调认知因素和动机因素。
前者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社会认知路径那里得到了长足发展，但
动机和情感因素却受到严重忽视，无论是社会认知论还是社会认同论
都没有将它们纳入研究视野。这种理论焦点的转变和遗失，既有学者
研究旨趣的原因，也是社会历史背景使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们重新认识到，必须将认知因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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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因素整合起来，才有可能对偏见有相对全面的理解。认知过程指
涉外在世界，动机和情感是对内心的观照，涉及自利性的考虑。在偏见
的形成中，认知是冷因素，它指导行动的方向；动机和情感是热因素，它
赋予行动以能量，正是动机和情感将认知转换成了实际的行为（Ｆｉｓｋｅ，

２００５）。对于情感，本文将在后文详细阐述，这里讨论偏见的动机因素。
奥尔波特承认偏见的功能性本质，即偏见之所以生成，是因为它满

足了一定的功能需求；物质收益和自我提升两者都是偏见背后的动机
过程，也就是说，无论是为了满足物质欲望，还是为了满足自尊需求（获
得／维持更高社会地位），都可能创造或强化偏见。
本文对动机过程的讨论分为三个主题：心理动力机制、人格和宗教。

物质欲望和自尊需求可以通过投射和寻找替罪羊这样的心理动力机制

来满足，而由这种需求所引发的焦虑感或威胁感会促使人们寻求“精神
支柱／依靠”（ｃｒｕｔｃｈ），它向内作用于个体人格，导致人类群体分化出不同
的人格类型：偏见型人格和包容型人格；它向外，使得个体向社会制度
（例如宗教）寻求庇护，而宗教内在化后，将成为人格的一部分。

（一）心理动力机制
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奥尔波特讨论的心理动力机制包括投射与

寻找替罪羊。投射（ｐｒｏｊｅｃｔ），是指“一个人认为某一外群体具有某些特
质，并因这些特质而憎恶该群体，事实上是该个体因为自己身上同样的
特质而深受困扰”（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５４ａ：２００）。人们将一些不良特征投射到外
群身上，仿佛这些特征与自己无关，同时对外群的偏见和歧视也因此而
顺理成章。与投射相似，寻找替罪羊（ｓｃａｐｅｇｏａｔｉｎｇ）也是偏见的一种极端
体现，即某一外群因为被看做是内群不幸的源头而受到不公正的责难。
在奥氏看来，投射和寻找替罪羊都是一种非理性的自我防御机制，

是个体层面的事情。但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理论发展表明，它们是集
体过程而非个体过程。仅仅将它们看做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也许能
够解释为什么某个人会责难他人，并对其发起攻击，但是它不能解释为
何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都将某一群体认定为投射的对象，都将其看做
是替罪羊，进而群起攻之。也就是说，它无法回答社会共享信念和社会
共识是如何达成的。社会认同论指出，集体性的挫折和遭遇（例如经济
危机）会导致社会中有组织地寻找替罪羊的运动。

“被选为替罪羊的并不总是没有防御能力的少数族群”（Ａｌｌｐｏ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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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４ａ：２４３），确实如此，那些成功的少数族群，也就是那些被嫉妒的群体（例
如犹太人、亚裔美国人），最有可能在危机时代被主流群体认为是替罪羊，
因为这些群体有能力也有意图对主流群体构成威胁（高明华，２０１０）。
投射和寻找替罪羊满足了人们基本的心理需求。在艰难时世，人

们的安全感、自我和群体的价值、生活的可控性和可预测性、未来的希
望等，统统遭受挫败，而通过投射和寻找替罪羊，辨识出一个敌人，并共
同与之战斗，这些集体行动让内群有机会重树优越性，从而实现了人们
对价值、归属和超越性的需求。

（二）人格
“我们最确信的事实之一是，那些拒斥一个外群的人，也倾向于拒

斥其他外群。如果一个人是反犹太人的，那么他很可能也反天主教，反
黑人，反对任何其他群体”（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５４ａ：６８）。奥尔波特（Ａｌｌｐｏｒｔ，

１９５４ａ：７３）认为，正是这种“概化的偏见”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偏见根本
上是一种人格特征”。奥氏将“人格”视为是偏见的基本决定因素，他区
分出两种人格类型：偏见型人格（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和包容型人格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前者也被称为权威主义人格，因为它与阿多诺
等人的“权威主义人格”的确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和诸多相似之处。
偏见对那些偏见型个体具有心理上的功能，满足了存在于他们人

格深处的某种需求。依据奥尔波特的观点，偏见型个体具有一种“本我
的柔弱性”（ｅｇｏ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他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全、焦虑和恐惧使他
们偏好确定性、两极化、制度化和外在归因，愿意服从权威。这些特征
不可避免地会导向偏见。奥尔波特认为，偏见型人格和包容型人格的
形成与早期的人生经历有关，主要包括家庭的氛围和父母的养育方式。

３．一个经常被提到的例子是米纳德１９５２年在西弗吉尼亚的煤矿社区开展的一项研究。米
纳德发现，在地上和地下白人矿工和黑人矿工的关系完全不同。在地上，他们之间是隔离和
歧视；在地下，他们是接触和合作。此时，决定双方如何互动的是源于工作危险性的情景规范
和依存关系，而不是稳定的人格因素。

奥尔波特将一幅复杂的图景简化为本我的柔弱或个人的不良调

试、焦虑和无力，将偏见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还原为个体人格，因此，必
然要遭遇一系列困境和无法解释的问题（Ｂｒｏｗｎ，１９９５：３１－３７）。这
一解释路径低估了社会—文化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群体规范、群
际关系等对人们态度的型塑作用。３人格无力解释偏见的群体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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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什么某个群体全体成员的偏见态度通常具有一致性，也无法对“偏
见怎样在社会中达成共识”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在纳粹德国、在
南非，人们表现出一致的种族态度与行为，尽管他们的心理特质是各异
的。偏见的历史特异性是其理论的另一盲点。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
反犹主义在十年左右的时间达到了令人发指的极端；１９４２年“珍珠港
事件”之后，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发生了快速的转变。可见，偏见在
历史上的跌宕不可能归于人格。

４．宗教性在这里是指宗教融入个体人格或性格的不同方式。

尽管人格解释备受诟病，但它强大的影响力仍使其在当代宏观社
会心理学中借尸还魂，其表现是恐惧管理论和社会支配论（ｓｏｃｉ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ＳＤＴ）（方文，２０１１）。在方法进路上，两者均有浓厚
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色彩，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社会支配论曾在马克
思的思想中汲取营养，而恐惧管理论的主导思想则来自存在主义，最近
更与进化心理学巧妙结合。这意味着，抗衡北美社会心理学方法论个
人主义霸权的努力从未停止过，但力量仍然薄弱。

（三）宗教
奥尔波特本人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因而他切身体会到了人生的悖

谬：尽管几乎所有宗教教义都宣扬普世的包容与同情，但在现实中，许
多仇恨、冲突都因宗教而起。此外，在奥尔波特的时代，多项调查得出
了一致的发现：在平均水平上，有宗教归属的人（或者说那些去教堂的
人）比没有宗教归属的人（那些不去教堂的人）偏见程度更高。在《偏见
的本质》一书中，奥尔波特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宗教性４：制度化的宗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内化的宗教（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ｉｚ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在后
来发表的论文中，奥尔波特（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６３，１９６７）将这两种类型的宗
教分别称为 “外在型宗教”（ｅｘｔｒｉｎｓｉｃ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 “内在型宗教”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制度化宗教的个体关注的是宗教的政治和社会面
向，宗教对他们来说是获得社会地位和个人安全的工具，是寻求庇护和
支持的港湾。一些迫害活动之所以看起来是因宗教而起，只是因为他
们将宗教当成了挡箭牌，用宗教信仰来合理化他们对权力、名望、财富
和本群体自身利益的追求。这种宗教性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偏见。而内
化宗教的个体已经将宗教信仰内在化，他们信仰虔诚，愿意为之奉献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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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他们来说，宗教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这
种宗教性会降低偏见。
在１９６７年的文章中，奥尔波特（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６７）将个体的“心理需

求”纳入进来，完善了人格解释。他认为，宗教有时之所以与偏见相关，
并不是因为宗教灌输或教唆偏见，而是因为两者（宗教和偏见）满足了同
样的心理需求，服务于相同的功能。缺乏安全感、怀疑自我的人，通过偏
见的形式贬低他人而提升自我价值，宗教则给他们提供了安全感；对于
那些有负罪感的人，偏见让他们找到替罪羊，而宗教则给他们救赎和解
脱。也就是说，偏见和宗教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是那些有某种心理需求
的人（尤其是当社会处于失范或危机状态时）会同时向两者寻求帮助。
作为一位宗教徒，奥尔波特从不认为是宗教信仰导致偏见。他坚

信，偏见与信徒群体无关，它只体现在一部分宗教徒身上（即制度化宗
教的人），宗教“是高度个人的事情，在不同人的生命中，宗教有不同的
意涵”（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５４ａ：４２１）。但是，奥尔波特立足于个体差异的论断
并没有得到经验发现的一致支持。虽然有研究证明，内化的宗教的确
不会带来种族偏见，但它与对同性恋的偏见和对外宗教群体的偏见呈
显著正相关。因此，奥尔波特的观点似乎有些言过其实。
既然偏见同时存在于制度化宗教和内化宗教的成员当中，那么，如

何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杰克森和汉斯伯格（Ｊａｃｋ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ｎｓ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９９）认为，不是个体的宗教取向，而是群际过程（如群体之间为争夺资
源和价值而展开竞争）促进了对宗教外群成员的偏见。从群际视角来
看，人们基于自身的群体身份／认同而偏好内群，排斥外群；对外群宗教
成员的偏见存在于所有对所属宗教有认同感的人当中，而不论个体的
宗教取向是制度化的还是内化的。偏见的群际视角并不是说全部群体
成员有一致的偏见形式，而是强调，外群偏见源于群际关系而非人格
结构。
对群体身份的强烈认同感导致偏见甚至暴力，对此阿玛蒂亚·森

有精彩论述。“身份认同可以杀人。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
的———群体归属感可以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与背离。群体内部的团
结每每发展成群体间的不和”（森，２００９：２）。以单一维度（诸如宗教）划
分世界的方式割裂了人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忽视了人们还拥有其
他身份，属于其他群体。这种简化主义助长了实际政治中的暴力。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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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多元身份对抗、挑战和制衡单一身份，才有可能回复理性与和平。
在对宗教与偏见关系的分析中，人格路径与群体路径具有整合的

可能。依据奥尔波特的观点，内化的宗教之所以能降低偏见，是因为宗
教内化为个体人格，意味着个体对于宣扬普世包容和同情仁爱的宗教
教义的虔信和忠诚，它能够消解范畴边界带来的障碍，超越内群偏爱和
我群中心主义。而用社会认同论和自我归类论的术语来解释，内化的
宗教能够降低偏见是因为对普世包容教义的忠诚即满足了个体自尊的

需求，同时也促进了再范畴化，即对涵括范围更广的群体的认同：从认
为自己是某一宗教群体的成员，到认为自己是人类群体中的一员，范畴
从群体层次上升到人类层次，这样，原来的外群体成员（异教徒成员）就
成为了兄弟姐妹。但是，仅仅寄希望于教徒虔信并内化普世仁爱的教
义来降低偏见，显然是不够的。奥尔波特认为，重要的是要行动起来，
积极与其他群体进行互动（无论自身是优势群体成员还是偏见的受害
者），言行一致，将实际行为与信念皈依相结合。

四、偏见的社会文化过程

（一）语言与法律
偏见也能够嵌入社会文化机制例如语言当中。群体标签，尤其是

侮辱性的群体称呼，不仅是偏见的表现，同时也是偏见传播的载体，进
而维持并加深群体间的敌意。甚至是一些看起来中性的群体称呼，如
黑人、华裔、犹太人、南方人、农村人等，其中也包含某种感情色彩，更不
要说是像黑鬼、南蛮子、乡巴佬等侮辱性的称呼。人们在使用这些群体
标签称呼某人时，并不仅仅是在指涉其群体身份，也是在贬低和排斥他
们。奥尔波特（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５４ａ：１７７）认为，敌意性的群体标签有下述几
种作用：反映社会区分，直接表达敌意性偏见，加强社会排斥，促成暴
力，并直接伤害偏见对象，使其缺乏安全感，在群体相遇时，会时刻提防
有人以这样的标签指称他们。
除群体称呼外，语言、口音、方言／土语上的差别也会成为反感和敌

意的诱因。人们在听到不同的语言、口音和方言／土语时会有不同的反
应，这一点在奥尔波特那里没有得到展开。此后的实验研究证实，当被
试听到同一个人以不同的语言和口音说话时，他们更加偏好内群的语
言和口音。这种群际敌意的语言面向在双语言或多语言环境中表现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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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明显，例如外来移民如果说东道国的语言有时会被本国其他移民视
为一种背叛。
对于法律，奥尔波特一方面承认，法律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化主体

会对态度产生深远影响，当现实社会充斥着各种偏见的表现时，大部分
人不会主动改变自身的观念态度，但是一旦现实在法律的规制下发生
了改变，人们也会受到既成事实的影响，受到新规范的再教育。另一方
面，奥尔波特（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５４ａ：４３７）也看到，法律对于偏见的降低只有
间接影响，法律不能够强制思想或灌输包容，它只能够控制不包容心理
的公开表达（言语或行为）。
但是，近来的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外显行为最终会作用于个体内

在的思维习惯和感受。因此，法律可以被看做是降低偏见（包括公开的
歧视，也包括私下的偏见）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是私下的偏见可能要在
法律实施很长一段时间后方能见效。

（二）接触假设
通过社会干预降低偏见具有广阔的前景。奥尔波特（Ａｌｌｐｏｒｔ，

１９５４ａ：４４５）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描述了一些社会干预策略，包括正
式教育项目、联谊项目、群体再教育项目等。奥尔波特指出，只是致力
于改变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是不够的，它必须伴随着社会中机构和制度
的改变，尤其是那些导致收入、教育、权力和医疗不平等的因素的改变。
在奥尔波特对社会文化因素的所有讨论中，影响最大的是他提出

的有效降低偏见的策略———接触假设（ｃｏｎｔａｃ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当今许多
改善群际关系的项目都是由奥尔波特时代的项目发展而来的，而其中
绝大部分是在努力实践奥尔波特在接触假设中所设定的条件。甚至有
学者认为，《偏见的本质》一书之所以到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很大程度上
源于其在接触假设中所展现出的洞见。

１．接触假设的核心主题
奥尔波特的贡献并不局限在学术领域，他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同样

深远，有关学校和居住方面的公共政策至今仍要参照他提出的接触假
设。接触假设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观点之一（Ｂｒｅｗ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ｏｗｎ，１９９８），是“心理学领域最有效的改善群际关系的策略之
一”（Ｄｏｖｉｄｉ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开始探讨“接触”在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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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降低过程中的作用。当时一个隐含的假设是：仅是接触本身就可以
带来积极的效果。奥尔波特（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５４ａ：２６４）质疑了这种主张，
“从理论上来讲，每一次肤浅的接触只能强化我们已有的负面联想”。
他提出，接触要想达到降低偏见的目的，必须满足四个条件：平等地位、
共享目标、群际合作和权威支持。“平等地位”通常很难定义，研究者以
各自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一术语，但他们在关键一点上没有争议，即两个
群体都认为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此外，双方要为了实现共享目标而积
极努力，群体之间合作而不是竞争。最后，还需要有权威、法律或习俗的
支持，群际接触才会产生更积极的效应。奥尔波特的这四个条件后来被
称为“最适宜的接触条件”。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学者们依据上述条件，在不同背景下

（如学校、住所），针对不同目标群体，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考察接触的
作用。结果证明，接触总是能够带来积极效应。但同时，质疑的声音从
未平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争论主要围绕下述几个问题展开：
首先是因果顺序问题。究竟是接触降低了偏见（接触效应），还是

相反的因果顺序在起作用，即偏见低的人更愿意与外群接触，而偏见高
的人则尽量避免发生这种关系（偏见效应）？最近的研究（Ｂｉｎｄ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表明，接触效应和偏见效应同时存在，偏见效应并没有削减
接触效应的解释力。
其次，如何正确看待奥尔波特的条件？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接触

产生了更大程度的积极效应，这意味着，在接触情境中建立奥尔波特的
最适宜条件的确会有良好收益。但同时，这些条件又不是绝对必要的，
不满足这些条件的接触也显著降低了偏见。因此，将奥尔波特的条件
看做是促进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是恰当的。更深入的考察证实，制度
支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对于促进积极的接触效应来说尤为重要，但
不能因此认为制度支持可以孤立地实施。这些条件最好被视为是相互
关联的整体，而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因素（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此外，在实际生活中，不应该“将接触的理想条件置于优先地位”
（Ｄｉｘ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而应更多关注俗世中的相遇与互动，绝大部分
的日常接触都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
再次，接触产生影响的背后过程是什么？这涉及接触降低偏见的

中介机制。皮提格鲁（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１９９８）总结了接触促使态度改变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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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首先是了解外群。“无知促进偏见”，对外群成员独特性的了解
有助于否定外群刻板印象，进而降低偏见。其次，接触外群是行为上的
改变，它将促进态度的改变，以重建认知平衡。第三，接触促进情感联
结和群际友谊的产生。群际接触激发的积极情绪有利于降低群际焦
虑，群际焦虑是人们在群际背景下体验到的威胁感和不确定感。最后，
接触让我们重新评价内群。与外群的接触使人们有机会认识到内群规
范与信念不过是管理和理解社会世界的多种可能路径中的一种。一旦
内群地位从“唯一”转变为“之一”，也就意味着我们对内群有了重新定
义，随着内群偏好的降低，对外群看法也会更少偏狭。
最后，接触效应的群体差异问题。一个普遍的预设是，多数群体成

员（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对少数群体成员（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存有偏见，因此，
研究大多关注接触对于多数群体成员对少数群体成员态度的影响，而
甚少考察少数群体成员的态度如何因接触而发生改变。两类群体在接
触中有不同预期，因此他们以不同方式体验相同的接触情境。与多数
群体成员相比，少数群体成员对双方的权力不均衡更加敏感。因此，奥
尔波特所要求的最适宜接触条件在少数群体一方更难满足。纵贯研究
（Ｂｉｎｄ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表明，接触会显著降低多数群体成员对少数群
体成员的偏见；而在少数群体成员中，接触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即接
触并不会实质性地降低少数群体成员对多数群体成员的偏见。

２．接触假设的后继发展
自奥尔波特提出接触假设之后，接触理论在两个方面有了长足发

展：第一，效应的推广，即接触带来的积极的态度改变能否超越当下的
接触情境，扩展到新的情境和整个外群体，甚至是没有接触过的其他外
群体；第二，接触概念的拓展，即除实际接触（即面对面接触）外，间接接
触或想象的接触是否同样有利于群际关系的改善。这些方面的推进和
发展对于群际接触作为干预策略的广泛有效性至关重要。
从范畴化区分的角度，学者们讨论了促进接触效应概化／推广的三

种方式。这三种策略可以被看做是随着接触的深入而顺序展开的，也
可以认为它们是互补的。

（１）去范畴化策略（Ｂｒｅｗ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８４），即通过降低群体显
著性来实现效应的概化。在群际互动中，引导双方群体成员将其自身
和对方看做是独立的个体，或者是进行更加个人化的互动。个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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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瓦解了外群刻板印象的有效性。但是，由于范畴化的前行情倾向
（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去范畴化是不稳定的，难以长久维持。

（２）显著范畴化策略（Ｈｅｗ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Ｂｒｏｗｎ，１９８６）。群际接触伊
始是去范畴化的个人之间的互动，而一旦接触建立，就要求有显著的群
体范畴，只有当群体资格显著，接触的积极效应才能够推广到外群整
体。所接触的外群体成员如果被感知为是其所属群体的典型代表，而
不是孤立的个人，那么对外群整体的积极态度就会被强化。简言之，外
群体成员的典型性是接触效应概化的调节变量。此外，要强化群体间
合作性互依关系，即认识到群体双方有不同但潜在互补的技能和资源。
具有特异性的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而不是竞争）能够降低偏见。

（３）再范畴化策略（Ｇａｅｒｔｎｅｒ　ａｎｄ　Ｄｏｖｉｄｉｏ，２０００）。在更高的层次
上重新建构范畴（即超然群体），弱化原初的“我们”（ｕｓ）—“他们”
（ｔｈｅｍ）边界，构造一个更具涵括性的“我们”（ｗｅ）。改变双方对各自不
同群体资格的感知，认识到他们同属一个定义更广泛的超然群体，有共
享的内群认同。
从一开始，奥尔波特就偏好一种有关群体的主观定义，而不是基于

某种纯粹的客观标准来划分内外群。“内群资格并不是永久不变的。
因为特定目的，一个人也许会肯定某种范畴资格，而因为其他目的他可
能又会采用一个更大的范畴来界定自身，这取决于个人自我提升的需
求是什么”（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５４ａ：３５）。奥氏还给出了一个“包含圈”范式：一
个人潜在的内群在涵括性上是有层级变化的，例如从家庭到邻居、到城
市、到国家、到人类，而且不同大小的同心圈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
（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５４ａ：４３）。再范畴化策略和共享内群认同模型就是对奥尔
波特相关洞见的进一步拓展和提升。接触能够产生二次迁移效应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Ｅ）（Ｔａｕｓｃｈ，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即与某一外
群体的接触促成对没有被包含在接触中的其他外群体的广泛接纳，这
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概化。在不同社会场景及多元群体中的研究表明，
这种二次迁移效应广泛存在。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学者们对接触效应的讨论都是建立在实际

接触（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之上，但实际接触受到接触机会的限制，当群体之
间是高度隔离的（在物理空间上或社会性因素上），或者当群体几乎没
有进行接触的动机时，实际接触的干预形式难以建立，而这样的社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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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恰恰是最需要进行群际接触干预的。那么，如何在没有任何实际接
触的情况下创造出积极的接触效应，便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焦点（Ｃｒｉｓｐ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０９）。于是，拓展的接触（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ｔａｃｔ）作为一种间
接的接触形式被揭示出来。
拓展的接触是一种间接体验的接触，即人们知道他们所认识的人

当中有人曾与外群体成员有积极的互动，即使他们自身并没有卷入这
种互动。由于它不依赖于个体体验，而仅仅取决于社会网络成员中接
触经验的存在，因此，当实际接触机会很少时，拓展的接触对于建立良
好的群际关系至关重要（Ｗｒｉｇｈｔ，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
但是，拓展的接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缺少接触机会的问题。

在因宗教和种族冲突而高度隔离的地方，即使在宽广的社会网络中也
没有人拥有外群朋友，或者只是秘密地保持跨群友谊，他人无从知晓。
在这样的地方，即使是拓展的接触也无从实现。于是，有了更进一步拓
展的接触形式———想象的接触（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ａｃｔ）。它是对与一个或
多个外群体成员进行社会互动的心智模拟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ｕｒｎ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５．一个典型的脚本（作为实验指导语的一部分）是：请花５分钟左右的时间想象一下你与一
位＊＊＊＊（某一外群体的名称）的一场交谈，他／她在公交车上坐在你的邻座。你们之间聊了大约

３０分钟，直到你到站下车。在这场交谈中，你发现了一些有关他们的有趣和积极的事情。请将
这些事情列在下面。这个启动程序之后，研究者将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进行因变量的测量。

想象的接触有两个关键要素：其一，要依据脚本（实验中指导语会
给定这一脚本）真正地去想象与外群体成员的社会互动，而不是仅仅想
象一个外群体成员；５其二，互动／接触要是积极的。积极的接触想象
比中性的接触想象产生的效果更好。
研究证实，想象的接触能够降低群际焦虑，并能同时改善对外群的

内隐和外显偏见，更重要的是，它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在实验中体现
为，被试在自身与外群体成员之间设置的座位距离。相对于控制组被
试来说，实验组被试在经历了积极互动的心智模拟之后，他们设置的座
位距离更近 （Ｔｕｒｎｅｒ　ａｎｄ　Ｗｅｓｔ，２０１２）。
想象的接触克服了机会的限制，为我们呈现了一副激动人心的图

景。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想象的群际接触可以替代既有的干预形式，
如实际的接触或拓展的接触。多元接触策略各有其独特的贡献，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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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在多元接触构成的连续统中，在促进包容，降
低偏见的征途上，想象的接触是迈出的第一步（Ｃｒｉｓｐ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ｅｒ，

２００９）。

五、偏见之本质的当代探索

无论是学者还是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奥尔波特的观点受到当时
有限的经验基础和盛行的社会观点和价值的制约，这使他忽略了偏见
之本质的某些重要方面。由于他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深远影响，他的
盲点在一段时期内也是这个领域的盲点（Ｄｏｖｉｄｉ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奥尔波特最基本的不足与他对偏见的定义有关。奥氏将偏见定义

为：“因为错误和僵化的推论，而对某一群体的成员产生反感或厌恶的
情绪”（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５４ａ：９）。奥尔波特对反感和厌恶的强调，将学者的
目光引向那些产生排斥与暴力的偏见而忽略了其他新型的和内隐的偏

见以及不同于反感和厌恶的偏见。

（一）旧的还是新的？
在奥尔波特写作《偏见的本质》的时候，合法的歧视和隔离仍旧广

泛存在，因此，奥氏认为偏见是一种表现为厌恶的负性情感，这一点并
不令人奇怪。但是，该书出版后不久，由于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学
校中的隔离不再合法。此后，民权运动和选举权运动蓬勃展开，最终使
歧视和隔离失去了政治和法律的支持。这促使偏见以一种非直接的、
微妙的、隐蔽的方式显现，但是偏见的根本特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
形式有了不同，由原来的旧式种族主义转变为新式种族主义。
新式种族主义虽然被学者们冠以不同的名称，但它们都有一些相

同的特点：人们在公开场合接受种族平等，但对黑人的负性情感依旧存
在（Ｓｅａｒｓ，２００５）。多项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显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
美国白人的种族偏见出现了急速而持续的下降，绝大多数白人都宣称
自己没有种族偏见，但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发现，那些在传统的偏见量
表上得分低的白人仍旧持有对黑人的负性情感。这些负性情感是通过
使用一些微妙的指标和测量手段揭示出来的，例如说话时的声调、目光
的接触、眨眼的频率、落座时与黑人的距离、是否愿意向求助他的人（黑
人或白人）提供帮助以及应用假渠道技术之后的自我报告，等等。最明
显的是，对于那些有利于改善黑人或其他不利群体状况的政策干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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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和教育领域的肯定行动、中小学的义务校车计划，大多数白人持反
对态度，在政治上则表现为支持保守派白人候选人，而不是自由派黑人
候选人。
对于这些负性情感和对政策的反对意见，白人会以非种族的价值

对其进行合理化的解释，例如传统道德、个体主义和新教工作伦理。白
人试图以这些理由表明，他们的反对与种族偏见无关。新式偏见阻碍
了那些旨在降低种族不平等的公共政策的实施，成为美国社会种族不
平等持续存在的意识形态原因。

（二）外显的还是内隐的？
一旦对黑人的歧视行为能够以其他非偏见的托辞得到解释，即使

公开宣称自己是非种族主义者的人也会表现出歧视行为。这些发现促
使研 究 者 在 内 隐 偏 见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和 外 显 偏 见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之间做出区分。对外显偏见的测量是在意识层面进行的，直
接要求被试者给出他们的态度（通常采用问卷或访谈的方法）。由于社
会赞许性的原因，被试经常控制他们的真实想法，给出符合社会规范的
答案。内隐偏见的测量是在无意识层面进行的，被试通常在不知道自
己被测量的时候已经给出了答案，这种回答不受被试的控制，是自动产
生的。人们面对外群成员时的自动反应是由内隐态度决定的，它通常
与人们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外显行为不一致。
由于内隐偏见不能通过问卷或定性访谈而直接测量，因此心理学

家发展出一系列间接测量技术，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启动（ｐｒｉｍｉｎｇ）和
内隐联想测验（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ＡＴ）（Ｑｕｉｌｌｉａｎ，２００６；Ｆａｚｉｏ
ａｎｄ　Ｏｌｓｏｎ，２００３）。这些新方法对社会学家有重大启发。社会学研究
偏好问卷调查和定性访谈，这些“直白”的方法只能测量到外显的、可以
被人们控制和管理的态度，却无法探测到真实的内隐偏见，而心理学的
测量技术恰巧可以弥补这种不足。
如前文所述，奥尔波特反对用无意识过程解释人的行为，作为对行

为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反抗，这种转向具有历史意义，但是它也产生了矫
枉过正的效果，忽视了无意识偏见的作用。

（三）单数的还是复数的？
奥尔波特将偏见视为对某一群体的反感和厌恶（ａｎｔｉｐａｔｈｙ），受此

影响，社会心理学领域长期关注的偏见类型都是鄙视／厌恶型偏见。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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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偏见研究的一个普遍趋势是超越“简单反感”，也就是超越对鄙视
型偏见的关注，考虑偏见的多态变化，从单数偏见（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转向复数
偏见（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ｓ）。

６．也就是说，大部分社会群体在上述两个维度上都是一高一低的。那些能力强的群体，通
常在德行的维度上得分较低，或者相反。只有少数群体是双高（高德行也高能力）或双低（无
德亦无能）的。

７．ＢＩＡＳ　ｍａｐ中的“ＢＩＡＳ”源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Ａ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首字母的缩
写，意为“源于群际情感和刻板印象的行为”。

８．鄙视型偏见针对的是双低群体，家长式偏见（同情／怜悯）指向高德行、低能力（即有德无才
的）群体，嫉妒型偏见指向高能力、低德行（即有才无德的）群体，受到敬佩的是双高群体。

“认知—情感—行为”的系统关联在群体关系中对应着“刻板印
象—偏见—歧视”。偏见作为情感，源于对于群体的刻板化认知，并最
终表现为行为上的歧视。刻板印象内容模型（Ｆｉｓｋｅ，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高明华，２０１０，２０１３ｂ）认为，人们在双维度（能力与德行）上对群体进行
评价和分类，并且对于大多数群体的认知是混合刻板印象。６此外，能
力与德行双维度可以分别由社会地位和竞争性这两个社会结构变量预

测。卡迪等学者在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偏差地图
（ＢＩＡＳ　ｍａｐ）７的概念，在上述双维度形成的四分类刻板印象的基础上
区分出四种不同的偏见情感：鄙视型偏见（奥尔波特讨论的）、家长式偏
见、嫉妒型偏见和敬佩。８

家长式偏见，即对有德无才群体的同情和怜悯。它看起来像是一
种正面情感，但这只是表象，事实上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支配群体认为
自身有权像家长一样对待不利群体。在性别歧视的研究中，男性对于
那些符合传统性别期待的女性（如家庭主妇、护士、秘书）比较友善，这
是一种男权意识形态的体现，是男性的家长式偏见；一旦女性不符合他
们的预期（如“女博士”、“女强人”），男性的友善就会转化为敌意和排
斥，因为他们的“家长”地位受到了挑战。
针对亚裔美国人和犹太人的偏见是嫉妒型偏见，这是由于个体自

身没有取得类似成就而引发的嫉妒与愤恨。嫉妒型偏见发展到极端会
带来灾难性后果，会导致对某类社会群体全体成员的攻击和仇视，例如
屠杀犹太人，并且这种攻击和仇视通常会冠以“正义”的名分———待宰
的羔羊总是被披上狼的外衣。
敬佩，人们通常不将其视为偏见，但它也是一种基于对外群的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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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属于四种组合中的一种。敬佩的对象通常是
那些拥有地位、权力、优势，同时具有较高品行的外群体。它也被称为
“外群偏好”（ｏｕｔｇｒｏｕｐ　ｆａｖｏｒｉｔｉｓｍ）（Ｄｕｃｋｉｉｔ，２００３）。
通过进行类型区分，人们对偏见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和细致。此外，

由于对大部分群体的认知是一高一低的混合刻板印象，所以，对于这些
群体，人们持有的也是矛盾型情感，如同情（带有优越感的怜悯）、嫉妒
（夹杂着怨恨的敬佩）。关注复数偏见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揭示
出矛盾型情感的大量存在。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里的矛盾型情感既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矛盾

情感，也与认知失调有本质区别。弗洛伊德的矛盾情感源于乱伦本能，
而这里的矛盾情感基于群体之间的刻板印象认知，并最终由社会结构
变量预测；认知失调只是一种随着失调的解决最终会消失的短期心理
状态，而偏见中的矛盾情感建立在群体的认知评价之上，因此具有相对
稳定性和持久性，是群际关系的常态，而不是等待转变（或需要转变）为
一致情感的过渡状态。

六、结语

奥尔波特是一位近乎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偏见的本质》每一
部分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这些主题为后来的学者开展研究洞
开了一片天地。在实践层面，他提出的接触假设在今天仍旧是群际关
系政策需要重点参照的智识文本。理解“本质”有助于消解“偏见”，了
解“人类偏见的本质，这个问题是基本的，因为不知道敌意产生的根源，
我们就不能有效地利用我们的智识去控制它的破坏性”（Ａｌｌｐｏｒｔ，

１９５４：ｘｖｉｉ）。奥尔波特对偏见之本质的论述以及后辈学者的补充和修
正，对于中国学人及政策制定者应对和处理当下复杂的群际关系提供
了有益的启发。
当今中国，偏见无处不在：对弱势群体的偏见，如农民工（参见王桂

新、武俊奎，２０１１）和农民工子女（参见高明华，２０１３ａ）、艾滋病人、乙肝
病毒携带者（或乙肝患者）；对优势群体的偏见，如权势群体（官、富、
警）、明星艺人（戏子说）；地域群体间的偏见，如南方人和北方人、内地
人和港台人（蝗虫论）、四川人和广东人（增城事件）；民族间的偏见（藏
汉、维汉），等等。这些偏见都是潜在的火药桶，一旦由于某一促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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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点燃，就会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揭示这些偏见背后的社会心理机
制是消解偏见的前提，同时也将为偏见的社会心理学贡献中国经验。

１９６７年，奥尔波特离世。这是一个会被“社会心理学的历史编撰
家铭记的历史时刻”，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世界图景从这一年开始重构
（方文，２００１）。在这一年，北美社会心理学独断的符号霸权也逐渐走向
解体。英国的泰弗尔、法国的莫斯科维奇等欧洲学者试图通过对美国
社会心理学的批判，建立社会心理学的第二个知识中心（周晓虹，

１９９３）。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论扭转了奥尔波
特时代“非社会的社会心理学”的支配性地位，将“社会”还给社会心理
学，开始从群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偏见的本质。遗憾的是，奥尔波特没
有看到它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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